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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受到广泛应用，已成为提高碳排放效率，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使用2008-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未抵达拐点时，对城市碳排放效率起到抑制作用；越过拐点后，对城市碳排放效率起到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内生性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相较于资源型城市以及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较低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高的城市能更好地结合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高。机制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改善是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本文为数字技术创新在中国低碳发展中的应用前景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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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rbon emission and realiz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its mechanism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ities from 2008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i.e., when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not reached the inflection point, it plays an inhibiting role on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fter crossing the inflection point, it plays a promoting role on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endogeneity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Specifically, non-resource cities and cit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government green digital governance are better able to combine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than resource cities and cities with a low level of government green digit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nergy structure improvement are important ways for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achieve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s low-carb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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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bookmark: _Hlk159405451]近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节能减排不仅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消耗[2]，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根据国际能源署202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总量下降约4.5%，2022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为114.8亿吨，虽有所减少，但仍居世界首位。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双碳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实现节能减排的绿色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道必答题。为了实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变革，以实现经济和低碳目标的协同发展，数字技术创新就是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根据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显示，中国将以“坚持创新引领、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则，促进数字技术向社会经济生产的各领域深入渗透，进而“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作为当前产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3]，数字技术不仅能与交通、能源、工业等行业深度融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4]，还能够实现产业低碳化转型，改变现有的能源结构，实现产业清洁替代[5]。可见，依托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低碳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那么，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数字技术的组合应用，围绕着新产品开发、生产过程改进、组织模式变革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开展技术创新的过程[6]，是否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如果可以，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解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参考，还能够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的研究内容。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
（1）本文从数字技术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得出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U型关系，填补了已有研究空白。
（2）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并引入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效率间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关系间的间接作用机制，丰富了已有研究。
（3）本文对城市样本进行划分并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指数,分析不同资源类型城市和在不同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下，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影响的异质性。
文献综述
现有关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创新以及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1.1  数字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与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不同，数字技术创新拥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当前国内学者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认识仍来自于国外经典文献，Yoo等[7]对数字技术创新进行界定，认为数字技术创新是将数字和物理组件进行新的组合以生产新的产品的创新过程。Ciriello等[8]认为数字技术创新是指组织内和组织间以数字技术平台为媒介，以产品、流程或商业模式创新为目的开展的技术创新活动。Fichman等[9]将数字技术创新视作一种新的、要求使用者进行重大变革的、体现在信息技术中或者由信息技术实现的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流程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尽管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创新的界定不同，但均强调了数字技术的突破，这也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具有可编程性、自成长性[8]以及收敛性[10]的特点。通过将数字技术创新的内涵及特点相结合，已有文献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应用、实现路径以及其企业价值进行了探讨。Acemoglu & Restrepo[11]指出新兴数字技术能够整合到企业生产活动中，从而实现劳动力替代，并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降低对资源要素的依赖，从而推动企业商业模式转型。Tumba等[12]对企业如何实现数字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知识获取是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而数字技术创新的应用又将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罗佳等[13]利用企业专利识别数字技术创新情况，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张叶青等[14]发现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显著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和运营管理能力，提升企业市场价值。
1.2  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一直是研究热点。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碳排放效率，现有研究考虑了各种影响因素。一方面研究发现，碳排放效率的高低与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等传统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例如，Zhang和Chen[15]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展开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改善是提高碳排放效率的重要手段。Zhao等[16]发现人均GDP与人口密度是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因素。Sun和Huang[17]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技术创新被视作影响碳排放效率的新兴因素。现有学者对此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技术创新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具有积极作用。Xie等[18]发现低碳技术，例如碳捕集与封存能够有效的降低碳减排成本，缓解碳减排压力，提升碳排放效率。Dong等[19]通过对32个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与环境相关的绿色技术创新显著的提高了碳排放效率。He等[20]利用中国25个省份的数据分析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能够显著的提高碳排放效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Xu等[21]探讨了ICT资本是如何影响碳排放效率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是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关键路径之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以及能源利用效率，但企业可能会由于生产成本与能源消耗的降低，从而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利润最大化，进而增加对能源的需求，降低碳排放效率。Gu等[22]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会引起反弹效应，导致技术进步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有限。Wu等[23]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反弹作用的存在，相较于经济规模的增长，技术进步对提高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相对有限。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在探索数字技术创新、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展开了系列理论与实践探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正确理解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关系，并未从数字技术创新的角度研究其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数字技术创新视角出发，将更加详细地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碳排放效率。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2.1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
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信息角度进行探讨。一方面，企业的过度投资将导致市场供应中同质化产品的过剩，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24]，进而增加碳排放[25]。而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数字技术的组合运用，通过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将数据转换为标准化、结构化的二进制数据，进行可控的储存、处理与传输，极大的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意味着企业能够根据透明的信息全面了解生产经营状况，进而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减少了无效产出与过度投资的可能[26]。因此，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提高信息透明度，企业能够降低无效产出，减少过度投资的可能，进而降低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加快信息跨组织边界流动，提高信息利用效率，优化企业各环节的资源要素配置，消除了资源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冗余[27]，进而提高碳排放效率。同时，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与其他节能措施产生协同作用，例如，智能制造、智能电网以及智能建筑等，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实时监测和控制，为节能措施提供技术支持和智能化管理手段，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实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而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过程存在一个先后顺序：首先，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能源密集型的数字基础设备。研究表明，数字化基础设施所消耗的电力份额越来越大，并且随着数字化的进一步深入，将消耗更多的能源[28]。因此，数字技术创新的初期发展将刺激高能耗，降低碳排放效率。而随着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前期的数字基础投入逐渐产生正向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上升，通过能源和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等方式，提高碳排放效率。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的“Ｕ”型曲线。
2.2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间接效应
2.2.1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
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碳排放效率。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了传统产业升级步伐。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打破传统产业垂直链条结构，融入到传统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当中，有效地延伸了产业链[29]，实现了传统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例如，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使制造业生产向网络化，小微化、平台化转变，通过生成工业互联网，实现智能灵活的生产[30]。基于数字技术创新的柔性生产体系，将重构生产运行流程，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孕育新产业和商业模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的商业模式以客户为中心，基于互联网而创新的信息匹配模式[31]，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32]，不断催生出新的产品，促使消费者形成新的需求，使传统产业改变现有生产运作模式，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创新中，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33]。而产业结构升级会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碳排放效率：首先，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集中了大多数高能耗部门的第二产业将会逐渐往低能耗产业集聚，进而降低经济发展对于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使得经济发展逐渐与碳排放“脱钩”。其次，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加速劳动、资本等要素在产业内和产业间流转，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的生产效能，加速企业的绿色转型，提高碳排放效率[34]。最后，产业结构升级将改变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加快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拐点的出现，即加快碳减排的速度，进而提高碳排放效率。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
2.2.2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提高碳排放效率
研究表明，加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推动能源转型，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比重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之一[35]。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的应用可以优化能源生产计划与设计方案，推动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对设备运行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能够优化可再生能源生产计划，并且利用数字化设计与仿真技术，在设计阶段优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布局与设计方案，并根据不同设计方案的仿真结果进行最优选择，进而降低开发运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提高可再生能源产量，逐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占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将构建庞大的能源网络。通过对各环节的能源生产与消耗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储存与分析，数字技术创新最终构建出一个高效的数字能源网络，通过该网络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耗等各环节的优化，降低传统能源消耗，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份额，进而改善能源结构。例如，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电网系统，以数字或模拟信号，侦测并收集供应端与使用端的电力使用状况，进而调整电力的生产与输配。同时智能电网支持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入网，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使电网运行更加柔性高效。而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特征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的改善意味着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与消费，降低煤电的比重，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而减少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因此，数字技术创新会加快能源转型，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碳排放效率。
因此，综述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数字技术创新会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碳排放效率。
为使作用机制更加清晰，本文采用图示来展示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image: ]
图1 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机制效应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此选取碳排放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的“U”型关系，本文将数字技术创新对数的二次项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去；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府干预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最终构成以下计量模型：
   		（1）
其中CEE表示碳排放效率、表示数字技术创新。、t分别为地级市、年份，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和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以期降低不可观测因素得到影响，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3.2.1 被解释变量
参考Kaoru Tone（2002）[36]的做法，以地区的固定资本存量、各城市年末单位就业人数、电力消耗总量作为投入要素、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得到碳排放效率值（cee）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1）构建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是在传统DEA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完善的科学评价方法。传统的DEA模型只考虑“有益产出”的决策单元效率，并没有考虑到投入与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因此得出的效率常常被高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Tone提出了直接将松弛变量加入传统模型中的基于松弛变量的SBM模型[37]，同时Tone认为不仅要解决松弛变量的问题，还要考虑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污染[38]以及不能够对效率值等于1的多个决策单元（DMU）进行效率排序的问题[36]，提出了将超效率模型与SBM模型结合，同时加入非期望产出的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从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出效率评价本质，在测算碳排放效率的时候更加科学合理。因此，本文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来计算中国各城市碳排放效率
模型表达式和约束条件见下式：

      				（2）

            				（3）
式中：为需要测算的碳排放效率值；N为投入要素个数；为期望产出因素个数；为非期望产出因素个数；，分别为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为权重向量。
（2） 指标选取
投入要素:本文选取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能源消耗总量作为投入指标，其中由于目前缺乏对于资本存量的统一衡量，因此本文借鉴张军[39]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出每年的固定资产存量，以2000年为基期固定资产存量。同时，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此选取更具有代表性的电力消耗量作为能源投入量。
产出指标:分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其中期望产出用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来体现，为消除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对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各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具体指标如下表1所示：
表1测算碳排放效率各变量及解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指标选取
	指标单位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K
	固定资本存量
	万元

	
	劳动力投入
	L
	年末单位就业人数
	万人

	
	能源投入
	N
	各市电力消耗量
	亿千瓦时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
	GDP
	各市年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非期望产出
	二氧化碳排放量
	CO2
	各市二氧化碳排放量
	万吨



3.2.2 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专利授权数量加1的对数值（）来解释数字技术创新。已有文献对创新的衡量大多从研发投入和产出视角出发，鉴于现有文献关于数字技术创新相关的研发投入难以衡量，因此，本文从研发产出视角选取数字技术相关的专利授权数量进行衡量。专利的授权数量能够反映出技术创新的成果，尤其是本文使用已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这表明这些专利能够直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应用。因此，数字经济相关专利的授权数量能够直接反映出该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3.2.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对可能影响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因素进行控制：（1）人口密度（），采用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的对数来表示；（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对数来衡量；（3）城镇化水平（），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已有研究表表明，城镇化进程可能导致能源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相应的碳排放增加[40,41]。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当城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时，新技术的运用、低碳绿色城市的发展模式等因素有利于减少碳排放[42]；（4）对外开放程度（）本文选取各城市进出口总额的对数来衡量各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会推动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节能减排的效果[43]；（5）政府干预，本文采用各城市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干预水平，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提高绿色经济效率[44]。
3.2.4 机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机制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已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往往是伴随着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45]，因此我们借鉴已有文献研究[46]，以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代理变量。对于能源消费结构，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以及数据可获得性后，本文选择各城市天然气消费量折合标准煤占城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作为该城市能源消费结构的代理变量[47]。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有助于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已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由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的过度能源。因此，该指标越高，表明能源结构越好。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271个地级市（部分地区数据量缺失较多予以剔除）2008-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局、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中国能源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EPS数据平台，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对于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本文主要涉及的各变量说明以及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2、3所示：
表2 主要变量汇总说明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指标选取

	
	碳排放效率
	计算所得碳排放效率

	
	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专利授权量加1的对数

	
	人口密度
	单位土地平均人口对数

	
	地区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对数

	
	政府干预
	各市财政支出/各市GDP

	
	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能源消费结构
	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耗总量


表3为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集中度趋势看，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均值为5.475，最大值为11.564，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整体水平仍较低；各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均值为0.248，最小值为0.055，说明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还存在较大空间。从离散程度来看，对外开放程度标准差较高，可见对外开放程度的波动幅度较大。人口密度、地区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的标准差都小于1，表明这些变量的数据波动程度不大，与实际情况吻合。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碳排放效率
	
	379 4
	0.248
	0.13
	0.055
	1.695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379 4
	2.477
	0.856
	0
	5.224

	人口密度
	
	379 4
	5.765
	0.931
	0.683
	7.882

	地区发展水平
	
	379 4
	10.815
	0.668
	4.595
	15.645

	城镇化水平
	
	379 4
	0.544
	0.160
	0.018
	1

	对外开放程度
	
	379 4
	12.086
	2.082
	2.890
	17.958

	政府干预
	
	379 4
	0.186
	0.087
	0.043
	1.485

	产业结构升级
	
	379 4
	0.992
	0.549
	0.094
	5.350

	能源结构
	
	379 4
	0.151
	0.139
	0
	0.663





实证分析
4.1 基准分析
为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271个城市2008-2021年的面板数据，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第三列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一次项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验证了前文的假设1。可能的原因是，当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数字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大量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就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电力消费意味着更多的煤炭消费，进而降低了碳排放效率。随着数字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将会向大多数传统行业扩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将使得大多数部门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能源分配效率并减少能源消费。并且数字技术凭借其开放、快速、高效、协作和互联等特性，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升级，重塑了能源生产和环境监测领域的能源系统，为工业部门和政策决策提供了及时的反馈数据。另一方面，创新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企业在空间格局上形成集聚，当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地区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打破地区壁垒，有助于其他数字技术水平较低地区受到水平较高城市辐射，进而促使能源结构的改善，产业结构不断向着高级化、合理化演变，有利于地区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而这在数字技术应用的初期是难以显露出的，这主要是由的于各地区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不同所导致的[48]。
表4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OLS
	FE
	FE

	
	-0.065***
	-0.024***
	-0.058***

	
	(-3.96) 
	(-4.51)
	(-7.25)

	
	0.014***
	
	0.011***

	
	(3.43)
	
	(5.67)

	
	
	-0.002
	-0.006

	
	
	(-0.27)
	(-0.75)

	
	
	0.023***
	0.025***

	
	
	(5.16)
	(5.54)

	
	
	-0.105***
	-0.104***

	
	
	(-3.91)
	(-3.20)

	
	
	0.008***
	0.007***

	
	
	(3.53)
	(3.32)

	
	
	-0.271***
	-0.237***

	
	
	(-9.40)
	(-8.08)

	
	0.399***
	0.013
	0.037

	
	(13.64)
	(0.21)
	(0.6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379 4
	379 4
	379 4

	
	0.742
	0.548
	0.553

	注:( )数值为t值；*** 、** 、*分别表示结果在 1%、5%和 10%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表同。


4.2 内生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碳排放本身就具有直接的影响，而碳排放又会反向过来影响数字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为了缓解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之间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如张勋等[49,50]，选取各地级市到杭州的球型距离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作为数字产业的领头羊，杭州市不仅孕育出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科技巨头，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代表，据《2019年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报告》显示，生产总值1万亿元以上的17个城市中，杭州的投资环境位居副省级和省会城市排名第一。我们可以预想，在地理上距离杭州市越接近，那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因此，以距离杭州市的球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具备相关性。而作为工具变量，距离杭州市的球形距离作为自然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符合作为一个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同时，各城市距离杭州市的球形距离与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性也并不明显，满足排他性。综合来看，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外生性以及排他性原则，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其次，参考刘乃全、邓敏等[51]的做法，本文选取明代时期的驿站数量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首先，驿站是古代各地区沟通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驿站作为古代国家的邮驿运输系统与现代的数字通讯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相关性。可以说，古代驿站集中的地区很有可能是目前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其次，明代驿站数据作为历史数据，不太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前城市的碳排放。因此，明代驿站数符合作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条件。
尽管上述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但作为城市样本固有的特征，两个工具变量都是城市截面数据，而内生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是面板数据，模型需要充分考虑到时间维度的差异，因此，借鉴孙传旺等的做法[52]，将原工具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引入模型。
结果如表5所示，从估计结果可知，的系数为负，的系数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在方向上保持一致，并且从数值上看，要明显优于基准回归的结果，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每提升1%，城市碳排放效率就提升约0.037%。这一结果表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应。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1)
	(2)
	(3)
	(4)

	变量
	cee
	
	cee
	

	                         
	First
	Second
	First
	Second

	
	
	-0.277***
	
	

	
	
	(-4.93)
	
	

	
	
	
	
	0.037***

	
	
	
	
	(5.62)

	
	0.000 15***
	
	-0.000 84***
	

	
	(7.07)
	
	(-12.36)
	

	
	-0.000 4*
	
	0.003 3***
	

	
	(-1.71)
	
	(3.29)
	

	
	-20.550***
	0.152*
	152.208***
	0.019

	
	(-5.53)
	(1.78)
	(9.78)
	(0.27)

	
	379 4
	379 4
	379 4
	379 4

	
	0.809
	
	0.838
	

	
第一阶段F统计量
	271
34.45
	271
	271
59.99
	271

	
	是
	是
	是
	是

	
	0.809
	0.267
	0.838
	0.437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准确，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我们将被解释变量重新利用MAXDEA软件以超效率EBM模型为基础进行测算，以重新测算的结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为显著的“U”型关系，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第二，调整样本期。本文使用缩短样本期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文献[53]，中国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从2015年开始，因此我们以2015年为起始年份，保留2015-2021年的样本数据来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8第二列所示，由结果可知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仍然为显著的“U”型关系，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第三，剔除能源政策影响。在推进低碳绿色发展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多项能源环境政策以期减少碳排放，然而，这种非主观因素是无法被模型测算的。因此本文考虑了低碳试点这一代表性政策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剔除了样本中上述政策的试点地区并进行回归分析。由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仍然为显著的“U”型关系，证明了在排除政策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仍然稳健。
第四，缩尾处理。为了排除极端值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数字技术创新（）和碳排放效率（）的位于极端1%和99%的数据，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第四列所示，数字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与前文的结果一致，都是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核心论点。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期
	剔除能源政策
	缩尾处理

	
	-0.042 4***
	-0.051 2***
	-0.270 9***
	-0.177 7***

	
	(-5.72)
	(-5.45)
	(-6.00)
	(-5.55)

	
	0.008 6***
	0.010 3***
	0.052 3***
	0.034 3***

	
	(4.95)
	(4.35)
	(5.80)
	(5.28)

	
	-0.001 4
	-0.002 8
	-0.006 6
	-0.006 5

	
	(-0.20)
	(-0.39)
	(-0.60)
	(-0.88)

	
	0.045 1***
	0.026 7***
	0.030 0***
	0.025 2***

	
	(10.76)
	(4.84)
	(3.03)
	(3.76)

	
	-0.069 9***
	-0.163 7***
	-0.150 0
	-0.131 5**

	
	(-2.84)
	(-4.86)
	(-1.61)
	(-2.10)

	
	0.008 4***
	0.005 9**
	0.015 6***
	0.009 9***

	
	(4.12)
	(2.51)
	(3.07)
	(2.86)

	
	-0.329 3***
	-0.314 8***
	-0.403 3***
	-0.454 1***

	
	(-12.15)
	(-7.96)
	(-4.90)
	(-8.14)

	
	-0.087 9
	0.044 5
	0.242 9
	0.249 0**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1.53)
是
是
是
	(0.66)
是
是
是
	(1.58)
是
是
是
	(2.39)
是
是
是

	
	379 4
	254 8
	127 4
	127 4

	
	0.592
	0.531
	0.550
	0.682


4.4 异质性分析
以上的研究表明，当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能够显著的提升碳排放效率。但为更好地识别各个城市资源禀赋以及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是否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产生差异，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异质性检验。
（1）城市资源类型异质性。
按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本为将城市样本分为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城市资源类型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7。结果表明只有非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而资源型城市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非资源型城市已经基本摆脱了资源依赖，并采取其他碳减排措施，例如使用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措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碳排放。并且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往往更加多元化，这些领域更容易受到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而加速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方面表现更好，因此，即使前期数字技术的投入应用会导致碳排放效率的降低，但随着数字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其所带来的碳减排效应会抵消先前的碳增长效应，从而提高碳排放效率；而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偏煤的能源结构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尤其是以传统化石能源产业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形成了碳锁定，带来了严重的碳排放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抑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效果。此外，资源型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还形成了产业锁定，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困难。因此由于资源型型城市的生态环境压力巨大，同时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因而数字技术创新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提升。
表7 城市资源类型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
	再生型
	衰退型
	成熟型
	成长型

	变量
	cee
	cee
	cee
	cee
	cee

	
	-0.077 6***
	0.042 1
	0.012 6
	-0.000 5
	0.014 0

	
	(-6.96)
	(0.53)
	(0.96)
	(-0.03)
	(0.28)

	
	0.010 8***
	0.002 1
	-0.002 5
	-0.001 1
	0.008 4

	
	(4.53)
	(0.11)
	(-0.74)
	(-0.22)
	(0.45)

	
	-0.002 9
	0.155 5
	-0.010 0*
	-0.003 8
	-0.332 8***

	
	(-0.30)
	(0.81)
	(-1.78)
	(-0.20)
	(-2.99)

	
	0.027 9***
	-0.046 9
	0.041 4***
	0.027 5***
	0.037 4**

	
	(4.20)
	(-1.02)
	(4.58)
	(3.50)
	(2.49)

	
	-0.061 1*
	-0.357 6**
	-0.079 3**
	-0.129 5**
	0.352 2*

	
	(-1.74)
	(-2.36)
	(-2.30)
	(-2.54)
	(1.67)

	
	0.011 7***
	-0.010 8
	-0.008 4***
	0.008 0**
	0.016 0

	
	(3.88)
	(-0.63)
	(-2.86)
	(2.11)
	(1.33)

	
	-0.274 9***
	-1.295 4***
	-0.148 8***
	-0.150 2***
	-0.363 1*

	
	(-7.56)
	(-3.40)
	(-3.50)
	(-2.75)
	(-1.79)

	_
	-0.022 4
	0.095 6
	-0.099 9
	-0.079 1
	1.257 5**

	
	(-0.26)
	(0.09)
	(-1.10)
	(-0.62)
	(2.49)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35 0
	196
	296
	770
	182

	
	0.570
	0.398
	0.821
	0.531
	0.218


（2）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政府是否愿意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环境治理，即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影响[54]。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下，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参考已有文献做法[55,56]，本文利用python文本分析法对271个城市2008-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析，构建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指数。并进一步采用分位数模型进行考察。按照0.25和0.75的分位数，将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所示。
可以看出，中高水平的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而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指数处于低水平的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低水平的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绿色数字治理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污染行为愈发重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环境治理能力越强,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也越大，从而形成及时有效的环境监管措施,并且通过环境规制等政策工具,增加企业排污成本,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绿色化转型升级,进而提高碳排放效率[57]。相反，在政府绿色数字治理水平较低的地区，因政府治理意愿与能力的影响，数字技术未能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政府也未能形成有效的规制手段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从而无法达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表8 基于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高
	中
	低

	变量
	cee
	cee
	cee

	
	-0.078 2***
	-0.009 9
	-0.007 2

	
	(-3.89)
	(-0.003)
	(-0.02)

	
	0.014 5***
	-0.024 6
	0.024 8

	
	(2.97)
	(-0.04)
	(0.37)

	
	-0.003 0
	4.993 9
	0.006 3

	
	(-0.34)
	(0.13)
	(0.40)

	
	0.034 9***
	0.070 1
	0.041 8

	
	(2.95)
	(0.01)
	(1.07)

	
	-0.131 5**
	-0.109 7
	-0.115 1

	
	(-2.42)
	(-0.01)
	(-0.73)

	
	0.005 8*
	0.022 0
	0.026 8

	
	(1.74)
	(0.04)
	(0.66)

	
	-0.292 2***
	-0.127 8
	-0.111 2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城市固定
	(-3.37)
是
是
是
	(-0.002)
是
是
是
	(-0.68)
是
是
是

	N
	197 9
	197 9
	197 9


机制分析
考虑到在以往采用中介效应进行机制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多个方程的识别与检验，而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内生变量的问题，从而使得回归结果出现误差，因此，我们需要在进行机制分析时慎重使用中介效应模型[58]。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出现，本文在进行机制分析的时候，采用Chen等[59]的做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数字技术创新是否会对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产生影响。
   （4）
其中，表示两个机制变量，其余均与式3解释相同。
上述的各项分析检验已经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各城市碳排放效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已有文献表明产业结构升级[60]、能源结构的改善[61]能够减少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因此，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机制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的第（2）列可知，对的回归系数为-0.0897，对的回归系数为0.0494，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也是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即数字技术创新未抵达拐点前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跨过拐点后，促进产业结构升，进而提升碳排放效率，证实了假设2。数字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了传统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此外，信息与通信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缓解了企业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空间上的约束问题，促进企业的产业链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了碳排放效率。
由第（3）列可知，对的回归系数为-0.0316， 对的回归系数为0.0087，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数字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之间也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进而实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证实了前文假设3。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了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加强清洁能源的发展，助推了能源结构的转型。其次，数字技术创新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减少生产过程中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技术的可视化、可测量化、可控制化，从而实现技术的智能化、自动化，提高技术的效率和可靠性，改善了能源结构，进而提高碳排放效率。
表9 机制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62709578]
	(1)
	(2)
	(3)

	变量
	
	
	

	
	-0.058 2***
	-0.089 7***
	-0.031 6***

	
	(-7.25)
	(-2.63)
	(-3.80)

	
	0.010 7***
	0.049 4***
	0.008 7***

	
	(5.67)
	(7.45)
	(4.45)

	
	-0.005 5
	-0.056 6***
	-0.008 2

	
	(-0.75)
	(-6.09)
	(-1.07)

	
	0.025 2***
	-0.147 0***
	-0.004 4

	
	(5.54)
	(-8.52)
	(-0.93)

	
	-0.104 4***
	0.317 3***
	0.014 0

	
	(-3.92)
	(5.68)
	(0.51)

	
	0.007 3***
	0.042 2***
	0.007 2***

	
	(3.32)
	(7.32)
	(3.17)

	
	-0.237 5***
	2.078 8***
	0.112 1***

	
	(-8.08)
	(19.47)
	(3.69)

	
	0.037 1
	1.630 1***
	0.144 7**

	
	(0.60)
	(8.37)
	(2.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N
	379 4
	379 4
	379 4

	adj. R2
	0.515
	0.392
	0.048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并且通过内生性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能源结构改善是数字技术创新提高碳排放效率的重要途径。（3）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资源型城市以及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处于中低层次的城市，只有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水平的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环境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显著“U”型关系。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数字技术创新力度，提升碳排放效率。基于“U”型关系的研究结果，应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积极影响。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要通过激励措施和政策支持来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结合数字技术在碳减排领域进行创新，推进新一代低碳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发展前期实现低碳化。当数字技术成熟并取得一定效果后，要巩固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成果，加大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在新能源、节能、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建立数字技术创新基金、提高税收优惠等举措，持续扩大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
（2）进一步挖掘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碳减排效应。一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渗透传统高耗能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低碳化和可持续化方向发展。例如，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强智能制造软硬件系统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打造覆盖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智能制造服务体系。二是鼓励采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以优化能源结构。例如，推进智能能源管理系统、智慧用电系统等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实现能源的智能化监控、调度和管理，从而提高碳排放效率。
（3）因地制宜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首先，考虑到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碳排放效率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在各地区不断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要加强跨区域合作，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建立大型数据资源共享数字经济服务数据库，将数字资源适当向资源型城市倾斜，改善资源型城市偏重的产业结构，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跨区域流动，实现各区域的碳排放效率提升。其次，政府应加强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水平。一是要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指标考核，对企业实行环境终身问责制[48]。二是要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应用，使数字技术创新成为重要推手，加快地方政府实现现代化发展，使数字技术创新与环境治理能够有效衔接[62]。三要不断为鼓励碳减排，为促进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根据现实情况，优化环境治理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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